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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
“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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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演变趋势为例

钱明亮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　 要：未来 ５—１０ 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

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 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

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

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

系。 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

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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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的

要素，是企业创造财富最主要的源泉。 近年来，随
着中、西部各省区竞相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以谋求

现代产业布局快速扩展，同质化竞争致使东部沿海

等发达地区的“用工荒” “招工难”现象亦陆续蔓延

到重庆等中、西部地区，且愈演愈烈。 调研发现，当
下重庆农村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空心化”现象十分

突出，已很难寻觅大量可转移的青壮年农村剩余劳

动力，劳动力“用工荒”俨然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问

题。 很多学者据此推断，现代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

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１９８９）在重庆等欠发达地

区或已出现①，它既促使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
转向“相对短缺”（盛来运 等，２００６），也将引起劳动

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蔡昉，２００５），即
从劳动力“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其“双
面效应”②也将显现（王晖余 等，２０１３）。 至于“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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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当前劳动力相对短缺应归因于伊斯特林人口波谷，而不是“刘易斯拐点”（翟振威 等，２０１１）。
效应一是：劳动力供给从之前的“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带动用工成本迅速提升，进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形成负面影

响；效应二是：普通劳动用工成本提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斯拐点”效应的突出表象“用工荒”的成因，有学者

认为其不是因为劳动力总量的绝对短缺，只是劳动

力就业结构、产业布局等引起的结构性短缺的反映

（刘尔铎，２００６；钱文荣 等，２００９），也有学者认为是

劳动者对待遇低、用工环境差等“用脚投票”的结果

（杨兴凯，２０１０）。
相关比较研究发现，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而言，由于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转嫁能力有限，其
区域劳动供需平衡更多受制于“供给决定需求”模

式，尤其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点明显区别

于东部等发达地区；而且，其未来劳动力总体供给

及变动往往与区域劳动人口的缓慢变化态势相一

致，且呈刚性变化。 但是，有关研究缺乏对中、西部

具体省区的实证考察，而从区域劳动力供给的视角

解读区域性“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效应”，更为全

面、客观。 因此，本文以重庆为例，从劳动力供给角

度解读未来劳动供给的“相对短缺”与“刘易斯拐点

效应”，直观地揭示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

需矛盾的内在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

演化趋势，以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的“用工荒”形势以

及“刘易斯拐点效应”。

二、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

构成同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２０１３ 年是全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具有转

折性的起点。 以重庆为例，未来 ５—１０ 年劳动力人

口①总量呈快速缩减态势。 无迁移人口预测表明：
２０１３ 年重庆市劳动力人口为 ２ ０２９．３３ 万人，到 ２０１５
年减为 ２ ０１７．６０ 万人，到 ２０２０ 年则减为１ ９４０．６８万
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累计减少 ６８．２６ 万人，缩减幅度为

３．３９％。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低生育率对劳动力

人口变化的滞后影响，也是不可更改的。 因此，未
来劳动力人口的内在缩减趋势无疑是同期重庆劳

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与之对应，未来 ５—１０ 年重庆劳动力人口的构

成老化加剧，其对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劳动参与率

等的影响将更大。 预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劳动力人

口平均年龄为 ３９．５８ 岁，２０１５ 年增加到 ４０．２８ 岁，而
２０２０ 年则增加到 ４０．６８ 岁。 构成老化的最直观表象

是 ５０ ～ ６４ 岁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呈快速增长态势：
２０１０ 年为 ５３６． ５２ 万，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

２６􀆰 １％；２０１５ 年增加到 ５７５． ８７ 万， 占比增加到

２８􀆰 １％；２０２０ 年增加到 ６２１．５１ 万，占比达到 ３１􀆰 ５％；
１０ 年总量累计增加 ８４．９８ 万，占比累计增加 ５．４ 个

百分点。 相关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和经验表明：
普通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学习能力或技能等原

因，就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易过早地退出经济活动

领域，并联动致使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而显著下

降（如图 １ 所示）。 据此看来，未来 ５—１０ 年劳动力

构成老化的加剧，已成为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或

抑制性因素。

图 １　 重庆不同性别、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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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人口指常住人口，劳动力人口是指 １６～６４ 岁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 １５～６４ 岁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重庆劳动年

龄人口（１５ ～ ６４ 岁）为 ２ ０５６．１３ 万人，ＧＤＰ 为 ７ ８００
亿元，人均生产值刚跨越 ４ ０００ 美元；２０１０ 年上海劳

动年龄人口规模仅为 １ ８７０．３６ 万，ＧＤＰ 总量则已达

１６ ８７２亿元，其人均生产值已超过 １０ ０００ 美元。 到

２０２０ 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仍可达到 １ ９７２．２９ 万人；
因此，相对其经济规模而言，未来 ５—１０ 年重庆劳动

力资源依然十分丰富，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

不构成同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近枯竭，唯
有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可形成新增长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各地实现工业化、现
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将是城镇地区未来新增劳

动力的主体，以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所需“普工”的

主要来源。 因此，“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认为是

化解招工难的重要途径。
但是，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 （后简称 “六

普”）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总数为

８４５．６３ 万人，其中，处于劳动年龄内的人口 ５７２．３１
万人，超龄劳动人口（男 ６０ 岁及以上，女 ５５ 岁及以

上）２７３．３２ 万人。 若以重庆市每个农村劳动力实际

能耕种的面积为 ５ 亩和“十二五”规划耕地保有量

为 ３３２５． ０５ 万亩计算， 全市共需要农业劳动力

６６５􀆰 ０１ 万人；若根据“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法”计

算，其所需农业劳动力为 ４８０．３９～６２１．２９ 万人；进一

步结合重庆赶超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一定的

时间的市情，可推算目前重庆需要农业劳动力的上

限，即估计 ２０１０ 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还有 ６８．３１ 万

人可供转移。 如果再将外出不到半年的 ３０．１７ 万人

以及在近 ２—３ 年的持续净流出考虑在内，可初步推

定：当前及未来 ５—１０ 年，重庆农村的可转移剩余劳

动力已近枯竭①。 如果不是超龄劳动人口在进行农

业劳动，重庆的农村中不但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且

还需要回流部分已流出劳动力才能满足相应的农

业劳动需求。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根据《重庆统计年

鉴》的数据，在 ２００８ 年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口分

别为 ６５２．１９ 万人、３０７．６６ 万人、５３２．５８ 万人，对应比

例为 ４３．７ ∶ ２０．６ ∶ ３５．７；到 ２０１２ 年一、二、三次产业从

业人口分别为 ５９２．５９ 万人、４２２．７３ 万人、６１７．８２ 万

人，对应比例转变为 ３６．３ ∶ ２５．９ ∶ ３７．８。 可见，虽然第

一产业从业人口持续下降，但仍有压缩空间。 理由

是：尽管重庆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已低于 １０％，但从

业人口占比超过 ３６％；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国际经

验来看，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在 ２０％以下的国家，
其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都在 ２０％以下，如 ２００２ 年

美国为 ２．５％，日本为 ５．５％，巴西为 ２０％。 据此看

来，未来重庆第一产业可转移劳动力仍有很大空

间，但其前提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只有农业生产

方式、经营机制等发生大的转变，才能形成更多的

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四、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和劳动力迁移是

影响未来劳动力有效供给的最主要因素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重庆

劳动力始终维持持续净流出格局，累计新增净流出

近 １００ 万左右。 重庆全员人口信息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重庆累计净流出人口为 ４９７􀆰 ８９ 万，其
中，男性劳动力人口净流出 ２２９．４９ 万，女性劳动力

人口净流出 ２０７．９１ 万。 故直观上看，渝籍外出劳动

力“回流”是增加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的最有效途

径，他们或成为未来重庆继续保持劳动资源禀赋和

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考虑到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两江新

区”开发开放等区域比较优势，以及近年来不断势

弱的人口净流出的变化趋势，对重庆未来“回流”劳
动力最为乐观的迁入格局估计可设定为：男性人口

年净迁入率为 ６‰，女性人口年净迁入率为 ５‰。 其

相应的人口预测显示：２０１３ 年重庆市劳动力人口为

２ ０７０．３１万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期间累计新增净迁入

４０􀆰 ９８ 万人；２０１５ 年劳动力人口增加为 ２ ０８６．５８ 万

人，累计净迁入 ６８．９７ 万人；２０２０ 年劳动力人口减为

２ ０８１．８０万人，累计净迁入 １４０．５３ 万人。 比较而言，
乐观的劳动力人口迁入估计结果，可完全“抵消”低
生育率下重庆劳动力人口的内在缩减态势，使其维

持劳动力人口的高位（见表 １）；而且，劳动力的净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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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重庆统计局人口处的研究报告《重庆城乡劳动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未出版）。



入将影响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格局①。
近 １０ 年来，重庆劳动参与率呈大幅度下降趋

势。 重庆“六普”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重庆男性劳动力

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 ８１．０８％，女性劳动力人口的劳

动参考率为 ６８．９３％。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劳动参与率

累计缩减幅度男性为 １０．７７％，女性为 １７．７５％②。 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 １０ 年来重庆人口受教育年

限延长，尤其是 １６ ～ ２４ 岁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延长；
另一方面是同期工业化、现代化快速推进，大幅度

压缩了普通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空间，致使他们

提前退出经济活动的比例增加。
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

世界劳工组织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的劳动参与率，德
国为 ５９．６％，韩国为 ６０．３％，美国为 ６３．７％，英国为

６１．９％，法国为 ５６．４％③。 可见，近 １０ 年来重庆劳动

参与率持续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变

化。 比较而言，现阶段重庆劳动力参与率仍处于高

位水平，在未来 ５—１０ 年，劳动参与率仍有很大下降

空间。
基于劳动参与率的人口学内涵和重庆人口预

测结果，可进一步预测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格局及

演化情境。 此处仅设定两种情境：一是保持 ２０１０ 年

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不变（即情境一），二是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平均累计下

降 １０％（即情境二）；分别以无迁移和有迁移（乐观

迁移率）的劳动力人口为研究对象，分析劳动力迁

移和劳动参与率对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重庆劳动力供给

的影响，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重庆分类别、分情境的劳动力供给格局

年度

无迁移 有迁移

劳动力人口
劳动力供给

（情境一）
劳动力供给

（情境二）
劳动力人口

劳动力供给

（情境一）
劳动力供给

（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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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计算结果来看，重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随时间推移而加剧。 ２０１４
年，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范围为 １ ４５３． ６６ 万人 ～
１ ５５６．８２万人，极差为 １０３．１６ 万人；２０２０ 年，劳动力

供给的变化范围为 １ ３２６．４３ 万人 ～ １ ５８７．２４ 万人，
极差为 ２６０．８１ 万人。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对未来

劳动参与率和人口迁移数量等的预测存在不确

定性。
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与人口迁移直接

相关。 预测数据显示：在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期间，无迁

移的劳动力供给在情境一中累计缩减 ４０．４２ 万人，
在情境二中累计缩减 １２７．２４ 万人；与之对应，有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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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近年来重庆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就业人口容量不断增长，总体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逐步缩

小，这无疑为吸纳更多劳动力提供了竞争力。 ２０１２ 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３ ７８２．７ 元，广东同

口径的工资为 ４ ２１４．８ 元，浙江为 ４ ２３４．８ 元；而 ２０１２ 年重庆 １００ 家企业调查的月平均工资达到 ２ ９３５ 元，比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３４１ 元，同比增长 １３．１％，其中，信息产业代工企业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底薪平均增长 １５％以上。 此外，重庆市实施的公租

房、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也极大地吸引了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就业、创业。
２０００ 年重庆劳动力人口（１６～６４ 岁）的劳动参与率男性为 ９０．８７％，女性为 ８３．８１％。
参见《世界 １５ 岁以上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分布》 （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ｍａｃ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Ｌ． ＴＬＦ． ＣＡＣＴ． ＺＳ．

ｓｈｔｍｌ）。



移的劳动力供给在情境一中累计增加 ３０．４２ 万人，
在情境二中累计缩减 ６６．０４ 万人。 可见，劳动力净

迁入能大幅度抵消劳动力供给的内在缩减趋势，是
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因素。

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或
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也直接相关。 单从无迁移的

劳动力供给来看，情境一与情境二的比较显示，２０１４
年因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致使同期劳动力供给量减

少了 ６０．５７ 万人，截至 ２０２０ 年累计缩减了 １４７．３８ 万

人。 同时，直观上看，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单因素

影响比劳动力迁移的单因素影响更加显著。

五、当前不宜夸大现实与潜在的“用工

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

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地、各种类型

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为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机

制所决定，而且，小幅度或小范围的劳动力供需“失
衡”将是常态。 故所谓“用工荒”和“招工难”只是供

需失衡的一种反映，其与“就业难”应具有同等地

位。 然而，与长期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就

业问题等的司空见惯相比，一些重点企业或局部地

区的“用工荒”具有显著的新闻效应，而用“刘易斯

拐点”来解释则可以掩饰或混淆其背后的复杂社会

经济问题，因而一些媒体的宣传显然夸大了“用工

荒”形势以及“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 因

此，从重庆劳动力供给的现实与演变趋势看，在现

阶段不宜也不能夸大“用工荒”和“刘易斯拐点效

应”的负面影响，理由是：
第一，未来劳动力资源存量依然庞大，尽管同

期劳动力供给增长量有限，但还存在很大“挖潜”空
间，其利用率也有很大提高空间。 故不存在劳动力

供给层面的“绝对短缺”问题，更多的是在需求层面

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短缺”。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更

加有助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和利益。 如果把“工资偏低”“工作条件不够好”“工
作强度大”和“工作时间长，经常需要加班”都理解

为“工资低”，那么，对没有招满工人的生产厂商而

言，只有提高“工资待遇”才能招到工人。 故“用工

荒”现象的普遍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正是劳动

力供求格局变化的表现，是普通劳动者采用“用脚

投票”的方式离开那些工作条件恶劣、劳动报酬和

待遇低且不能随着新的供求关系而进行调整的地

区和企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２００４）。 因

此，局部地区或个别企业“招工难”是统一开放的市

场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 这具体反映在，我国劳动

力转向“有限供给”致使以往雇佣方的“用工偏好”
或“掐尖用工”等不良习惯得到更正。 如富士康等

代工企业招聘操作工，最初是挑选 ２５ 岁以下年轻女

工，现在招聘对象已延长到 ４０ 岁或更高，且不分男

女，只要其愿意来工作；再如劳动者求职不再需要

缴费，而企业能主动提高福利待遇以吸引求职者和

留住在岗工作者。
此外，重庆当前普工“严重缺工”的最大诱因是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同质同构”型的扩张，爆发式扩

张导致其对同质劳动力的过量需求，打破了低端劳

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２００４）。 直观上看，相比劳动力供给的缓慢变化，
“暴涨式”用工需求是任何人口情境下的劳动力供

给都不能满足的。 因此，重庆现阶段的“用工荒”与
当前及未来劳动力供给并无因果逻辑关系。

第二，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是最有

效率的，供求失衡是市场调节过程中的常态，不必

惊慌失措，不能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局

部的“用工荒”。
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调研发现，重庆当前缺工

最严重和“招工难”的企业主要是富士康、广达等 ６
家信息产业重点企业和一些待遇差的私营企业。
富士康等 ６ 家企业劳动用工求职监测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 １、３、５、６ 月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数量

分别为 ８５２ 人、１ ２４０ 人、６６０ 人、５３３ 人，而在 ２、４、
７、８、９ 月则出现“供给超过需求”，剩余数量分别为

９１７ 人、１ ３４７ 人、３９３ 人、１ ３５５ 人、２ ２９８ 人。 可见，
相对于这些企业庞大的总用工量（１４ 万左右）而言，
２０１３ 年总体用工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且是间歇性

或季节性的。 值得关注的是，其余时段，被这几家

企业“剥离”的大量劳动力就业需求、就业困难往往

被“掩饰”掉了。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企业并没有

因招工缺口而减产或停产，无不成功度过了所谓

“招工难”阶段，并获得了更多招工补贴或补助，而
且，每年用工需求仍在不断扩张。 可见，劳动力供

给的“相对短缺”是相关企业追逐超额利润的必然

结果，并非不可避免的。
第三，缺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都有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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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对部分劳动力的替换，可
从根本上化解劳动力需求骤增而形成的所谓“用工

缺口”。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事实表明，单纯依赖生

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技术进

步、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新技术、新制度将改变传统比较

优势理论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Ｒｏａｃｈ，２００６；蔡
昉，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 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和传播的

影响下，各类生产活动对劳动者体能的依赖程度逐

步减低，基层技术岗位对技能的要求不断程式化、
简单化。 从绝大多数普通用工的生产效用出发，完
全可实现劳动者无性别、年龄差别的用工，而且通

过稍加培训之后，不同岗位工种之间大多也可实现

替换上岗。 因此，可以“挖潜”存量劳动力资源，提
高其利用率。 当前重庆劳动力人均产出率仍处在

较低水平，面对“缺工”，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比
如利用机器人等技术手段①，减少普通劳动的用工

需求，这样还可以大幅度提高人均产出和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尽管“用工荒”会快速提升用工成

本，也会导致之前“丰富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但
它或将成功“倒逼”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尤其是我

们不要忘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

以及社会就业骤增的匆忙应对教训。 因此，在中国

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下，应理性看待和应对

“用工荒”，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尤其

是中、西部地区，如若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不当，将易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郑秉文，
２０１１）。 而对于重庆来讲，所谓“用工荒”与“刘易斯

拐点效应”，或许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最好

契机（钱明亮，２０１３）。

六、结论和启示

未来 ５—１０ 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 “总量负增

长、构成老化”的趋势是确定性的，它决定了同期劳

动力供给是刚性的；但重庆劳动力资源禀赋依然处

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时期，所谓“用工荒”
与同期劳动力供给并无因果关系。 目前，重庆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接近枯竭，只有通过提高农

业生产率才可形成新的增长量。 同时，近年来重庆

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并仍有很大下降空

间，致使有效劳动力供给量减少。 “回引”渝籍劳动

力或吸引外来劳动力，只是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的

有益补充，其净流入规模和缓解“用工荒”的效用都

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应理性看待重庆“用工荒”形势和“刘易

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在未来 ５—１０
年重庆劳动力供给“相对缺口”不大的情况下，在适

度提高用工价格、完善用工制度等的刺激下，其劳

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是容易应对的。 各地公共服

务管理经验表明，无论是从控制辖区人口总量，还
是从提高常住居民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角度看，
都不宜提倡持续、大量地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
不应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化解普工的“用工

荒”。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

负增长、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潜力的降低，也需要引起重视，只有通过技

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压缩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并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

以应对。
国际经验表明，从劳动力过剩向供给相对有限

转变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

优化劳动用工制度的最佳时机；“刘易斯拐点”的来

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

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

会。 “用工荒”形势蔓延或只是转型发展过程中的

“成长痛”，若能把“刘易斯拐点”与收入分配改善的

“库兹涅茨转折点”结合起来，实现“边增长，边分

配”，将有助于劳动者分享更多“发展成果”。 此外，
尽管“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初期具有阵痛，但它是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 只有发挥市场配

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关企业主动转型升

级，减少对普通劳动用工的依赖，才是持续降低劳

动力“相对短缺”风险集聚的积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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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人口研究（２）：３７⁃４１．
翟振威，杨凡．２０１１．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

波谷［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８）：５⁃１２．

盛来运，彭丽荃．２００６．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与特点

［Ｍ］ ／ ／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ＮＯ．７———人口转变的社

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晖余，等．２０１３．农村剩余劳动力近枯竭 刘易斯拐点“双面

效应 ” 显 形 ［ ＥＢ ／ ＯＬ ］ ．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 ） ［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 ．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ａｓｔｄａｙ．ｃｏｍ ／ ｍ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 ／ ｕ１ａ７７５２２８４．ｈｔｍｌ．

杨兴凯．２０１０．民工荒：民工权利之荒［Ｊ］ ．发展（６）：１００⁃１０１．
郑秉文．２０１１．“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

际经验教训的视角［Ｊ］ ．中国人口科学（１）：２⁃１５．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Ｊ，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 Ｂ． ２００７．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３６８６．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ｓｉａ’ 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Ｊ］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ＲＯＣＡＨ Ｓ． ２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Ｇｉａｎｔ

Ｓｔｅｐ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 ．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ＱＩＡＮ 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ｂｏ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ｋｅｅｐ ｉｎ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５—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ｏ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ｐ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ｔｏｃｋ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ｅ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Ｆ２４１．２１；Ｆ０６１．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０８⁃０７

（编辑：夏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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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明亮：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


